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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焦”到“延展”
——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多维研究与反思

段丽波  杨泽宇 a

摘要：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是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历时性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区域性场景，

在西南民族从“多元共存”到“渐趋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其上承魏晋之分散格局，下启元明之合流动势，

起到由表及里的“分化—整合”再到“重组—融合”的关键性过渡作用，受到学界的关注，亦不乏专门性质

的学术研论。在族群关系活跃与政权博弈频发的唐宋西南边疆，民族之间持续进行的“交往交流交融”，成

为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唐宋时期”与“西南边疆”则共同构成研究的“时空双重维度”；其中

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是西南民族多样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关系的具体面向。在从“聚焦”

到“延展”的渐进视角中爬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有益于廓清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

发展理路，也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内在机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提供坚实的学

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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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诸民族聚居共生、往来流动的历史古来有之，其交往交流交融之族际互动亦始终伴随各民

族“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异源异流和多元合流”之起源、发展与变迁，成为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

要议题之一。从中国西南民族由“多元”向“一统”的发展逻辑理路、“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转型

分析，唐宋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上承秦汉魏晋数百年以来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略及对“西南夷”族群

的渐进认知，下启元明清盛世将西南边疆纳入王朝行省版舆之后的“统一”辖理和“一统”格局，在以

交往交流交融为内核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中，起到极为关键的历史枢纽作用，由此呈现出的“唐宋历史

之时段性”“西南区域之独特性”和“民族融合之复杂性”，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专注于西南边疆史

地与民族史之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得益于老一辈学人精治西南民族史、边疆史和区域史之学问的开拓

奠基之功，以及承继学者们辟新求索的持续关注与深入努力，学界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热度

不减，取得丰硕的高质量成果之余，仍有部分尚未言及且止于细研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开掘。本文附

骥前贤，尝试将已有研究著述，按照从“一元聚焦”至“多维延展”的递进分类模式进行归纳与整理，

并基于论著内容之诠释和阐发，展开知识总结和经验反思，以祈回溯旧识、展望新知。厘清唐宋时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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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族关系的生成规律与发展历程，有益于建构中国民族发展史、关系史的西南范式，并以此为研究契机，

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理解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认知。

一、“交往交流交融”：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一元内核”

民族间之交往交流交融为历代民族关系中最基本之交际形式，自然也是当下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

主要学术发起点，其蕴涵不同民族之间，从遥闻其俗到渐趋熟知、从试探接触到频繁往来、从彼此对峙

到调和融洽的民族关系之复杂性、多样性和兼容性，同样是唐宋时期西南族群之间互动与共融的本质特

征和核心要义。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交往交流交融视野，实质上是通过西南区域历史发展的整

体性，来把握同一族群内部或不同族群之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关系发展史和文化变迁史，并可依据民

族属性进一步界定研究内容为“少数民族间之关系”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系”两种主要论域。

（一）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关系研究

揆诸前人成果，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互通关系，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其中不乏

集中于唐宋时段的讨论。

方国瑜的《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部族》一文 a认为，唐初洱海周边的诸部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中不断

进行竞争与实现自身发展，为南诏进一步完成合六诏为一体的扩张事业，奠定了局部性统一的坚实基础。

方先生根据对族称、族名以及南诏大理国境内政区名称的民族语言学考证，诠释了洱海区域民族融合与

发展的历史现象，言明被视为南诏国、大理国主要民族的封人，或谓曰白人、僰人之群体，实际上是南

诏时期洱海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指出洱海地区作为南诏国与大理国王族的发迹地，是政权之根基、统

治之核心，更是在同西南其他民族进行联系时起到枢纽作用的中心地带。

杨福泉对纳西族和藏族民族关系梳理力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b，基于历史学、考古学、

民族学结合的多学科视角，专论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该著关于唐宋时期纳西族与藏族之

民族关系的阐述分散在各个章节，从政治、贸易、宗教和民族融合之诸多方面，重点详述唐代在滇西北、

川西南和藏东南交界区域两大族群相生、共融、整合、交往的波澜起伏之历史进程，一定程度上充实了

唐宋时期民族发展史和关系史的探索空间，也为区域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以供参鉴的范本。

杨宗亮的《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一文 c，将唐宋时期民族关系相对复杂的滇东南和

桂西南两地，锁定为西南族际互动中的一个整体区域，认为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在地缘

政治、政治角逐与权力博弈等因素之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个性与时代特征。

董春林的《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一文 d，认为宋人

以对中原王权的认同、归化与向汉族政府赋税纳租为族群分类标准，将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生蛮”与“熟

蛮”的民族认知模式，以此说明宋代生活在西南边疆的族群，由于接受羁縻制度与“王化”熏染的深浅

程度有所不同，故宋人眼里无形之中构筑起一种以“汉化”识族群、以“认同”分彼此的相对模糊之文

化界限。

笔者近年来一直专注于西南古代少数民族源流史、关系史方向的研究，对唐宋时期南诏国和大理国

境内氐羌系统各族群之间以交往交流交融为主体内容的民族关系，有着详细的爬梳和缜密的考证，形成

一系列面向丰富之成果。在厘定史料、多元论证的基础上，对与氐羌有源流关系的各民族之互动关系展

开逐一探究。《南诏时期的乌蛮》《隋唐时期乌蛮的民族关系》《宋元时期中国西南乌蛮的民族关系》《分

化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是关于西南乌蛮民族关系史的专题研究；《唐宋时期的徙莫袛蛮》

a　方国瑜：《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部族》，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第 42—79 页。

b　参见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年。

c　杨宗亮：《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

d　董春林：《生熟无界：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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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揭示徙莫袛蛮之族际关系；《南诏时期的寻传蛮》《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南诏时期的麼些蛮》

《南诏时期的和蛮》a则依次廓清南诏国治下寻传蛮、施蛮、顺蛮、麼些蛮、和蛮之发展历程、社会生活

与历史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以历史人类学为切入点，尝试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内部结构、地域分布

和社会发展进行新解；而且立足交流史视角，讨论研究对象同中央唐廷、宋室和地方南诏、大理的官方

性联系，以及与共源或异源的其他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社会性交际，扩充了西南民族史研究之视阈，

“也可以为人们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些生动案例”b。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间，所形成地缘上的“中央—边地”及政治上的“统属—

对峙”之互动模式，是历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面向，而西南地区内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却由

于种种因素易被忽漏。尽管如此，方国瑜、陆韧、方铁等前辈还是在西南汉族史研究上颇下功夫，为唐

宋西南民族关系史做出了一定的填充与补漏。

方国瑜的《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c是较早研究唐宋云南汉族移民史的杰作，不仅涉及云南

汉族发展史与汉、夷民族关系的研究，而且前瞻性地探讨了民族交融的区域性对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现实

价值。在《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一文 d中，陆韧认为唐宋时期云南汉族由于在人口比例上处

于夷多汉少的劣势，难以形成大规模独立聚居且具有文化凝聚力、历史认同感、社会向心性的强势力量。

出于立命和生存的现实需要，唐宋时期云南汉族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凸显出渐融于白族的“夷化”趋势。

方铁在《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一文中，指出历代以来西南汉族社会发展存在的持续性、连

贯性、融合性、共生性等显著特点，同样适用于唐宋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并且从汉族移民的视角

分析历代王朝的开边政治与治边策略，颇具新意。e吴静、张友谊的《西南地区僚族与汉族的融合及意义》

一文 f，解构了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以百越为主体衍化出的“僚族”与汉族之交融关系，认为僚人被汉族逐

渐涵化的融合，基本上于唐宋之际最终完成。同时，该文着眼于中华民族发展整体性的历史轨迹，认为

古代西南汉、僚关系是中华民族发展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研究区域民族关系史之于中华民族发展史

的历史贡献，提供了一种辩证思路。

总的来看，民族间之交往交流交融是历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最为普遍的互动模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各民族在“历史—现实”间的共联逻辑与“个

体—群体—整体”演进的扩展理路。梳理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交往交流交融”作为相对基础的研

究视角，在内容上呈现出“一元性”的特征，而这种“一元性”也根据具体之民族属性，进一步分解出“少

数民族内部关系”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关系”的讨论范域，论证更加细致，方向更为精专，成为“一

元内核”之中的“二元内涵”。

当然，“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也应意识到既有上述聚焦式的专题探究，也有

理论性的总结概述，相对于前者，后者往往于各种因素纵横交织而成的历史关系链中，抽丝剥茧地解构

a　笔者关于中国西南氐羌民族关系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南诏时期的乌蛮》，《思想战线》2013 年第 6 期；《隋

唐时期乌蛮的民族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宋元时期中国西南乌蛮的民

族关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分化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东部乌蛮》，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唐宋时期的徙莫祗蛮》，《思想战线》2016 年第 6 期；《南

诏时期的寻传蛮》，《学术探索》2014 年第 10 期；《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3 期；《南诏时期的磨些蛮》，《思想战线》2014 年第 5 期；《南诏时期的和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b　段丽波：《南诏时期的施蛮与顺蛮》。

c　方国瑜：《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云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

d　陆韧：《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民族研究》1997 年第 5 期。

e　方铁：《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4 期。

f　吴静、张友谊：《西南地区僚族与汉族的融合及意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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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炼出民族往来互动的现象、规律与经验。如方铁《云南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一文 a，分

析唐宋时期云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实际上是通过文化、血缘、生产方式的汇融，实现本土

民族接受外来移民的调适过程，符合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体历史趋势。杨林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云

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b中提出，云南与中原的关系以多样形式萦绕在官方与民间的往来中，

并进一步阐明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云南境内族群关系及与跨境民族之关系研究的政治制度史和文化交

流史视角。

二、“时间与空间”：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双重维度”

时间上的纵向维度和空间上的横向维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中的两大要素，是史学研究最基本且最关键的治学门径。历代史家对历史时空观的文本书写与逻辑

表达都极为重视，一方面，在时间整合上形成以“通史”和“断代史”为初始内容的史书编纂体裁；另

一方面，基于“内地—边疆”和“中央—地方”双边的空间视域，开辟出区域史、地方史、边疆史的研

究蹊径。作为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探讨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自然也要符合中国历史研究的

时空特性，既强调传统历史文本在“会通”与“专精”之间相得益彰的配合与兼顾，又考虑西南地区在

历史上的区域性与地缘上的边疆性，共同书写唐宋时期西南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一）时间之维：“会通”与“专精”之间的历史书写

“会通”为“通史”之属性，“专精”是“断代史”之特征，几千年来，“会通”与“专精”之编

纂模式不拘一格，凭借各自之优势特点合力著史，引领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族关

系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通史”论著去小言大，勾画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史发展的久远宏图，“断代史”

著述则由细及粗，专门探索某一时段民族关系史的全方位图景。因此，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

既能嵌入“通史”的“会通”研究中，发现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性规律，其本身更是

专精于西南一隅的“断代民族史”之讨论范畴。

1. 中国民族史通论中的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

作为国内中国民族关系史通论性研究的开山之作，翁独健主编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 c，首

次以民族关系和族际交往为视角，论证中国历代各民族之间相互依靠、彼此依存的历史事实，展现历史

上中华民族丰富、生动、多样的生活面向和交往方式。有关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该书重点揭示了西

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在政治上或统属或对峙的多变关系，诸多发生在南诏与李唐、大理与赵宋之间的

重大历史事件始末也贯穿全书之中，形成完整的政治关系史的研究链，集中反映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发展

的政治走向。该书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论证也极富新意，特别是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周边政权之

战和关系、西南汉族与其他民族之互动融合等问题的讨论，可资之处颇多。

民族关系史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与年轻

学人的发力下，形成几部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史”冠名的鸿篇巨著，

力求廓明中国境内各民族从单一族群到多民族共同发展、共至繁荣的历史主线，释清中华民族在整体性

的发展历程中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显著特点。其中，江应樑与王钟翰分别主编的两部《中国民族史》

以及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史的通论性作品。

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d和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e，被誉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民族

史学界的“学术双璧”，其出版发行更是 1949 年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探索与

a　方铁：《云南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形成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7 期。

b　参见杨林兴：《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 年。

c　参见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d　参见江应樑：《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年。

e　参见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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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江应樑之《中国民族史》以历代王朝之兴衰为时间线索，逐代揭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各民

族发展的史实与规律，对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林超民主笔的第四与第五篇，第四篇

为隋唐时代的民族史研究，专设有“南诏”一章，着力叙述唐王朝与南诏之间时附时离的政治关系；第

五篇为宋辽金时期的民族史研究，西南诸族是其中一项专题，梳理出宋王朝与大理国之间尽管在政治区

划上存在互不统属、独立发展的事实，却在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保持着密切之交流关系。同时，对民族

关系史的专题研究，提出民族关系史为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研究支系、专研中国民族史对云南民族史和西

南民族史的必要性作用、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阐述民族融合与同化的历史趋向性，等等。这些

观点时至今日置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之中，都是一种有益的学术探索。王钟翰之《中国民族史》

在以王朝史为历史纪年的记述方式下，强调影响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按照王朝与民族

之自身发展规律的文本情景，将中国民族史划分为七个时段，其中第四编之第四章和第五编之第七章专

述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梳理了以乌蛮为主体的彝族先民与以白蛮为主体的白族先民在西南地

区建立政权、驰骋边疆二百余年的历史。值得强调者，乃王钟翰之《中国民族史》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

理论性问题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动态发展理念，融入对历史事实的讨论中，该视角也提供了一种整理

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历史关系的路径。

尤中之力著《中华民族发展史》a，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展开多面向论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寻根

溯源，发掘蕴涵在“多元一体”格局背后，兄弟民族之间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传统基因与悠久记忆。

在尤先生看来，唐宋民族史研究不能绕开国家疆域由统一到分裂再到局部统一的整体历史进程。从国家

力量与政权制衡的角度考量，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其实也是中央王权与地方政

权之间的较量。

2. 断代民族史专著中的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

以正统王朝出现之先后为时间顺序编著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是断代民族史研究的代表。其

中，卢勋、萧之兴等人之《隋唐民族史》b与陈佳华、蔡家艺等人之《宋辽金时期民族史》c则是唐宋民

族史研究的专论，其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唐宋之际中国民族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颇有益于唐宋时

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讨。《隋唐民族史》细致介绍了隋唐时期世居于中央王朝西南边陲的牂牁蛮、南平僚、

剑南诸僚、南中诸族等民族的源流史、关系史与社会生活史，并专门梳理唐代由南中诸族中的乌蛮建立

的南诏国，在政治上的崛起、兴盛与消亡，在经济文化上的多元发展与精彩呈现，以及与唐室之王朝兴

亡基本趋同的历史轨迹。《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对西南民族的描述主要集中于探讨大理国及其治下诸民

族之层面，从论其建国的核心力量白族之形成、大理国兴亡之始末，再到境内各民族之基本概况及大理

国对内、对外的民族政策，等等，展示出大理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社会全图景。

相较于通史类型的民族史文本，断代民族史不必过多受篇幅与内容的限制，可以更加专注于对某一

朝代的民族族源、族群分布与族际关系的论说。尽管无法像通论一样，可以立足于历史长时段，勾绘中

华民族发展之延展性与持续性的整体规律，但断代民族史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历史书写中多面俱

到的可能，显示出叙事上更精专、内容上更详尽、方法上更多样、形式上更完善的风格特点，而这也恰

是通论不及之处。当然，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问题，也都贯穿于断代民族史之中，把握住

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相对系统、周详地深描出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多元风貌。

（二）空间之维：区域民族史与边疆史中的西南叙事

作为一个曾在长时间存在于国家边地，并有过独立发展经历的区域，中国西南在地理上、历史上和

区划上，都呈现出整体意识较强、“自治”程度较高的地域特点。与此同时，从国家疆域统一的地缘现

a　参见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 年。

b　参见卢勋、萧之兴等：《隋唐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

c　参见陈佳华、蔡家艺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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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正统王朝的行政区划分析，中国西南兼顾“中央与地方”视角下地方社会之区域性和“中心与边缘”

情景下边疆历史之独特性，这种基于“区域”与“边疆”的双重属性，也对该区域内民族历史关系产生

了相应影响，故在学术上延伸出以区域民族史和边疆史为视角的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

1. 西南民族史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之专述

目前，将中国西南地区视作整体区划，深入研究其内部民族历史与族群关系的西南民族史之学术成果，

相当丰硕。其中，专述历史上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王文光、龙晓燕等之《中国西南民

族关系史》a和刘复生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b。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是研究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关系之力作，聚焦民族关系的特定视角，从以自

然融合为主流的西南民族交融的基本趋势中，开掘西南地区各民族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多元

图景。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介绍，主要依据南诏国、大理国地方政权的国内外民族关系进行论述，

既重点厘清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民族关系，也涉及民族政权对国内民族的治理、与周边国家

及部分民族群体的关系等。同时，书中精炼总结出以“分布上的大杂居与小聚居”“政治上的多元一体性”“社

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上的互补性”与“文化上的多元交融”为内容的中国西南民族历史关系的五

大特性，对细化探究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而言具有极大启发。

《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在区域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古代民族关系史中的“西南类型”，

并尝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历史主线，深入发掘西南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扩展民族关系政治、

经济、文化的研究视野，进一步忖量西南民族关系史在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上的诸多问题，被诸多

学者誉为目前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最前沿、最完善的新成果 c，把对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

新高度。是书第六章专门讨论唐宋时期的西南民族关系，从内容上看包含“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五代

时期西南民族与诸国的交往”“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宋代的西南诸族”和“茶马贸易与锦马、盐马

贸易”五个部分。作者“以问题研究和族群流变为导向，而非以朝代更替为限阈”d，言人之未言，述人

之未述，勇于发表新解、另辟新路，为进一步研究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限于此，

经过西南各省民族史学者笔耕不辍地勤恳专研，形成的《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云南民族关系简史》《云

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e等分域解构西南民族历史互动关系的学术论著，

亦值得关注。

另外，尤中的《中国西南民族史》f一书在论及唐宋西南边疆经略史，多民族集合体的南诏国、大理

国之兴衰史及对外关系史之余，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隋至宋代西南地区各民族历史的族属源流、具体的分

布格局与现实的生活现状。王文光、朱映占等著之《中国西南民族通史》g，也是近年来区域民族史研究

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全书历史视野长、承载体量大，按王朝史的时间线索条理清晰地厘定历代西南民族

关系，其中从政治关系史的基本理路中，发现西南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史、文化交流史和族群交融史，

并专门论及五代时期由中原王朝分裂出的割据政权与西南民族之间虽弱尚存的潜在关联，为其唐宋时期

a　参见王文光、龙晓燕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b　参见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c　目前学界对《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一书的评介主要包括：段玉明：《西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中

华读书报》2021 年 4 月 28 日；黄纯艳、潘先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西南类型”——基于〈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

的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 年第 6 期；建红英：《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民族关系史的新开拓——《〈西南

古代民族关系史稿〉读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d　刘复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绪论”，2020 年，第 10 页。

e　参见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年；杨德华：《云南民族关

系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张刚、伍雄武：《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4 年；黄成授：《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

f　参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g　参见王文光、朱映占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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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亮点。

2. 边疆史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之涉猎

西南边疆的历史研究主要涵盖“国家”和“地方”两种视野。“西南边疆的国家视野”，是指中原

王朝的边疆经略史，侧重于厘定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政权和民族在政治上的关系；“西南边疆的地方视

野”，是立足于发生在西南边疆的重要历史事件，更加注重对中国西南地区境内族群的自在流变与政权

之间更始过程的研究。如果以唐宋时期西南地方性民族政权为参照中心，“西南边疆的国家视野”实为

外向型的观察向度，研究南诏国、大理国之对外关系；“西南边疆的地方视野”即为内向型的分析面向，

研究南诏国、大理国之对内关系。当然，两种西南边疆研究视野，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也是互通的，尤

其是在民族历史文化的考察上，共同形成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边疆视角。

在“国家—边疆”的研究视野中，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虽无专门著作进行讨论，却在一些

与西南疆域沿革史相关的论著中略有呈现。如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a和方铁《西南通史》b即基

于“中原与边疆”之间的政治视角，展开对西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问题的探究。《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

以中原王朝的政治活动为中心，分析唐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治设情况与政区规划，并将视角进一步由“西

南边疆”推向更加边缘化的“西南边疆之边境”，对南诏国、大理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族群、国家关系

从疆域变迁视角做出探索。《西南通史》是目前学界整理和记述西南史实较为完备的区域性通史研究，

相关内容着眼于唐宋王朝在西南的政治活动，不仅解读了唐宋封建统治者眼中的西南地区，而且阐明了

南诏国、大理国政权在唐宋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史从“地方”到“边疆”的研究视域者，主要成果包括美国学者查尔斯 •
巴克斯所著《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c、方国瑜的《云南地方史讲义》d、王丽珠的《南诏时期大理

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e以及陈斌的《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f。《南

诏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的译者林超民教授认为，该书为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全面论述唐朝和南诏关

系史的学术著作。是书以介绍唐与南诏王朝的相互关系为主线，发散性地论述了该时段内相对关键的历

史事件，充实了唐代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云南地方史讲义》将唐宋王朝经略云南

的历史统称为“边州”时期，认为南诏国、大理国视唐宋王朝为政治上之正宗、经济上之依仗、文化上

之榜样的历史事实，证明唐宋王朝与西南边疆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从政治史视角解读了唐宋时期西南

边疆与民族的多元格局。《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一文介绍了在南诏政权统治之下，作

为王畿机要之地的大理，是白、彝、傈僳、阿昌、苦聪、拉祜、汉七种民族之先祖共同生活的多民族区域，

厘析出大理地区多样性的族际关系，并认为多民族之间友好和平的交流方式，始终贯穿于大理地区的社

会发展史。

《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两部著作，既富含西南民族史的研究视角，

也汲取边疆民族史的理论经验，特别是在西南民族关系史层面，属于相对前沿的学术成果。前书从中国

古代王朝国家疆域概念生成与发展的总体脉络，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具有“地方民族政权”与“中

央王朝属国”的两种属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构南诏国、大理国国内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民族关系，于

外和对内的双重视角也丰富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面向。《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主要涉及经济

与文化关系、西南边疆政权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及与周边各民族关系等方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

a　参见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

b　参见方铁：《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c　参见 [ 美 ] 查尔斯 • 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d　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出版，1983 年。

e　王丽珠：《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2 期。

f　参见陈斌：《南诏国大理国内外关系》，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年；陈斌：《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史》，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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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了南诏国、大理国民族关系在统一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寻找到了唐宋时期

西南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格局之间的学术契合点。

除前述论及之关于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专著之外，尚有部分论著专门研讨南诏国、大理国政权的兴废

流变，主要包括梁晓强的《南诏史》a、谷跃娟的《南诏史概要》b、段玉明的《大理国史》c、邵献书的

《南诏和大理国》d、台湾学者林旅芝的《南诏大理国史》e、王文光的《南诏国大理国通史纲要》f、方

铁的《南诏大理国兴衰史》g等，皆为基于地方政权历史的视角研究南诏国、大理国的扎实成果，论及全面，

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唐宋西南民族关系的本貌。

三、“政治·经济·文化”：唐宋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三层结构”

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层面向，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基本要素，也是历史研究

的一种经典范式，并经久不衰地运用于史学探索的各个领域，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亦不例外。陈连开先生

认为，通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关系，找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脉络，是

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中心课题与任务 h。也正是基于民族关系三类表征的考量，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之

研究理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种视角。

（一）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之政治视角

由史载可见，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官方的政治互动，相较于经济与文化关系而言，

更加活跃、繁复且普遍存在于西南各类族群活动中。故作为一种被古代史家最为关注的民族史叙事路径，

政治关系史一直以来便是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主线内容，相对较高的学术关注度也促成一系列丰硕研究

成果的产生。结合唐宋时期西南地方政权对外、对内民族关系的双向性，可以将该时期西南民族的政治

关系进一步区分为南诏国、大理国的“外交关系”与“民族政策”，按照林旅芝的分类方式，唐宋西南

政权的外交关系包括对中原之关系、对吐蕃之关系与对东南亚、南亚之关系，而民族政策更多的是强调

对政权治下民族的统制与管辖。

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南民族的政治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唐宋王朝与南诏国、大理国之间官方交往

的探讨，其中，唐王朝与南诏国的历史关系尤其受到学界重视。林超民的《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

一文 i，肯定了唐置羁縻府州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安定、维稳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

体性与中央王朝历代治边的持续性角度，提出南诏国应被视为唐王朝版图内一个羁縻政权的观点。方铁

的《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一文 j，将南诏之政权属性定义为“唐朝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活动在

西南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权，并非与唐朝相鼎立的独立国家”。李福长与牛秋实合著之《唐初至天宝年间

唐与南诏的关系》一文 k，探讨了唐朝初期到玄宗天宝年间李唐与南诏的历史关系，指出南诏与唐廷以“共

御吐蕃”为目标而维系的附属关系，在纷繁复杂的西南政治格局之下并不能长久保持，天宝之战正是唐

王朝发起的一场抑制南诏扩张行径、打击南诏实力发展的民族战争。刘玉峰的《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

a　参见梁晓强：《南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b　参见谷跃娟：《南诏史概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c　参见段玉明：《大理国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年。

d　参见邵献书：《南诏和大理国》，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e　参见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81 年。

f　参见王文光：《南诏国大理国通史纲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

g　参见方铁：《南诏大理国兴衰史》，长沙：岳麓书社，2023 年。

h　参见陈连开：《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i　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 年第 5 期。

j　参见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02—116 页。

k　李福长、牛秋实：《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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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一文 a，认识到中唐民族政策设计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在于力图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族关系，

为集中精力解决积久难治的藩镇割据痼疾争取机会；另一方面达到孤立和弱化吐蕃王朝的战略意图。杨

刚的《唐朝对南诏的“和亲政策”》一文 b，探究了晚唐时期唐廷与南诏之间唯一一次并以失败而告终的

和亲行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失败的多方缘由，认为其是利用和亲结盟的传统办法探索一条转危为安的出

路。以和亲政策为中心，研究复杂的唐诏民族关系史，具有一定新意。王文光、李宇舟的《唐朝后期南

诏国与唐朝的关系》一文 c，论述文宗至昭宗的唐末时期，南诏国与唐王朝战和无常的政治关系，以及彼

此因战争的消耗与内部困境的升级而最终走向覆灭的历史过程。

此外，五代十国至赵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南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有专门的论述。刘复生的《五

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一文 d，先后梳理了“前蜀”“后唐”“后蜀”“楚”和“南汉”五

个割据性政权同西南地区国家、族群与民族之间政治上占主导的交往关系，认为五代十国部分政权与西

南边疆的关系，为后来宋王朝制定西南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同时，在其另文《“云南

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e中，考证出汉文史料中“云南八国”的具体指代对象，并非

前人所解释的大理国治下之八大行政区，而应是西川南边和西边的少数民族诸部。林建的硕士学位论文《宋

代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以朝贡贸易为视角》f，以朝贡制度为中心，探究两宋时期西

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政治关系的双向性，认为中央通过朝贡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对自

身的敌意与成见，宋王朝也由此维系住与西南政权及族群之间的政治联系，使其顺势成为守境安边的西

南屏障。

上述论著均为南诏国、大理国与唐宋王朝民族关系之研究，也是西南民族政治史研究中最受关注之

内容。当然，除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外，南诏国、大理国与吐蕃王朝以及南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关系，

也是唐宋西南民族政治关系研究的重要部分。

关于吐蕃与南诏间政治关系的研究。杨铭的《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g与赵心

愚的《略论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h两文专门论述了南诏国与吐蕃的政治关系。前文通过对敦煌

古藏文文献的分析，考证了南诏与吐蕃之间不载于汉文史料的历史人物与重要事件，论文尝试将敦煌藏

文文献与传世汉文文献进行互证研究，为多文本研究西南民族关系史提供了极佳借鉴。后文认为在唐、

诏关系破裂之前，南诏便与吐蕃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成为其后二者关系之历史基础，也表明南诏与

吐蕃关系的紧密程度，既要从南诏本国的实际利益考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唐王朝的干预。

关于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地缘政治关系的研究。方铁的《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之间的关系》i、

宋蜀华的《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j两文侧重于以唐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讨论中心，

论述在唐王朝与吐蕃于西南地区的激烈竞争中，南诏通过作为“中间力量”摇摆于两大政权之间而攫取

现实利益，从而由洱海地区的小众势力一跃成为纵横西南的地方政权。同时，根据立国之后南诏仍然借

助附叛于唐、蕃间而得到长期发展的历史事实，认为南诏崛起的根源在于唐王朝与吐蕃在西南的势均力敌，

在三者合力之下造成的南诏历史进程，更多时候是由唐王朝引领并起到主导作用。此类以唐、吐蕃和南

诏之间三角关系为视角，对西南地缘政治和南诏兴衰开展的研究，不乏论著，诸如，肖亮中的《南诏对唐、

a　刘玉峰：《唐德宗与中唐民族关系的改善》，《云南社会科学》1993 年第 3 期。

b　杨刚：《唐朝对南诏的“和亲政策”》，《大理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

c　王文光、李宇舟：《唐朝后期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4 期。

d　刘复生：《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

e　刘复生：《“云南八国”辨析——兼谈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f　参见林建：《宋代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8 年。

g　杨铭：《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

h　赵心愚：《略论南诏与吐蕃公开结盟前的关系》，《民族研究》2007 年第 3 期。

i　方铁：《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藏学》2003 年第 3 期。

j　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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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和战政策嬗变考略》a、陈楠的《唐、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b、陆离的《论唐蕃长庆会盟后吐蕃与

回鹘、南诏的关系》c、赵心愚的《南诏、吐蕃关系的加强与张虔陀事件的发生》d、李吉星的《南诏国

大理国政治制度史》e等论著，都是其中之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视域出发，解读有唐一代交织在唐朝、吐

蕃和南诏之间西南边疆社会的历史变迁与族群活动的复杂关系。

南诏国、大理国对治下民族采取的民族政策，也是西南民族政治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南诏国、

大理国的民族政策，并不像外交关系一样呈现出在政治上多向度发展的特点，其研究成果也并不是特别

丰硕，但却因多元研究视角的补入，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一定的拓展，方铁的《论南诏的民族政策》《大

理国的民族治策和民族政策》f两文便是其中颇具影响之代表者。文章从政治制度史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

分析南诏国和大理国为巩固利益集团的绝对统治和维持民族关系的正常秩序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是多民

族集合体政权基于唐宋西南边疆特定历史背景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也是南诏国、大理国作为局

部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并走向强大的政策保障。

（二）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之经济视角

唐宋时期偏隅西南边疆的南诏国、大理国，在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与在经济上和唐宋王朝的贸易往来，

既为其国内物资生产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空间，也有益于其本土商品的外销与中原货物的内引，极大地推

进了南诏国、大理国城镇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化转型。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相对频繁

的经济流动，也使经济关系史成为研究民族关系的一种分析视角。赵永忠、赵敏的《南诏国大理国经济史》g

是目前为止学界讨论南诏国、大理国社会经济史、经济制度史较为前沿的专著，其中对唐宋时期中原与

西南之间边境贸易史、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关系史等方面的讨论，在丰富南诏国、大理国经济史研究的同时，

也进一步拓展了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经济视角。此外，还有诸多专论唐宋西南民族经济关系史的研

究成果，尤其是以盐、马为大宗的商品交易，为学者们研究唐宋时期民族关系史与西南经济史共同的学

术发力点。

陈斌、朱映占的《南诏国时期的盐与民族关系》一文 h，以盐为切入点，从南诏国境内盐与民族在地

理分布上之比较，总结出南诏时期盐资源与云南民族发展的联系。同时，通过唐诏关系、蕃诏关系和南

诏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三个方面，阐明盐权关系视野下西南边疆的历史变迁与势力博弈，并深入解析南诏

王室以控盐为手段，驾驭治下族群的民族政策，凸显食盐在南诏国民族及国家关系上特殊且关键的经济

地位。

林文勋的《宋代西南地区的市马与民族关系》一文 i，以市马贸易为线索，梳理内地与西南边疆少数

民族间经济上存在频繁交往的贸易关系。作者认为宋王朝在西南边境开展市马贸易的政治意图，在于补

充羁縻制度的控制力量，通过经济手段和物质引力，更有效地牵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另外，对市马经

济的历史作用，从政治上促进民族团结、稳定边疆，经济上推动边境贸易的繁荣，文化上加强兄弟民族

之间的情感交流几个层面加以例证，解释以市马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关系，在宋代西南民族关系中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研究历史上西南地区经济、社会与民族之关系，开掘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

与经济动因，是西南民族关系史探讨的另一维度，而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频繁互动，也为西

a　肖亮中：《南诏对唐、吐蕃和战政策嬗变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 期。

b　陈楠：《唐、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民族史研究》2002 年第 00 期。

c　陆离：《论唐蕃长庆会盟后吐蕃与回鹘、南诏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 年第 3 期。

d　赵心愚：《南诏、吐蕃关系的加强与张虔陀事件的发生》，《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

e　参见李吉星：《南诏国大理国政治制度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

f　参见方铁：《论南诏的民族政策》，《思想战线》2003 年第 3 期；方铁：《大理国的民族治策和民族政策》，赵寅松主编：

《白族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

g　参见赵永忠、赵敏：《南诏国大理国经济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

h　参见陈斌、朱映占：《南诏国时期的盐与民族关系》，《思想战线》2015 年第 4 期。

i　林文勋：《宋代西南地区的市马与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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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古代民族经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历史依据，马曜、蒋立松等学者便着眼于此，从西南社会

经济史中廓清国防边策、地缘政治与民族关系形成的深层机理，试图揭示经济对民族关系发展的导向性

作用，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与经济关系也有颇深之论述。马曜的《略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民族政策的二

重性与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a一文，总结出民族政策、国家力量与边疆经济发展形势，对唐代西南

民族关系的多面性影响，从上层建筑解析西南边疆社会内蕴的民族、经济、文化之历史关联。蒋立松的《经

济文化类型：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略论西南民族关系的三重结构》b两文，以“经济文化类型”

的民族学理论为研究视角，力图勾连西南民族史与经济史之间共有的研究逻辑，概括出西南民族历史关

系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构性特征，尝试建构起西南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经济层面的物质性联系。

上述论著梳理了西南边疆经济与民族、社会与民族、政治与民族的多元化发展图景，也为唐宋时期西南

民族的经济关系研究开启了一种由整体串联局部的论证视角。

（三）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之文化视角

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得益于南诏国、大理国境内相对稳定的局势及与中原王朝之间官方和民间商业贸

易的持续开展，社会经济与物质生产发展迅速，加之同内地及周边地区国家、民族各方面的互动来往，

进一步带动了西南民族在唐宋时期文化交流上的活跃。因此，文化交流史在书写南诏国、大理国繁荣灿

烂的独特艺术文化的同时，也成为唐宋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

李晓斌的《历史上云南文化交流现象研究》c一书是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传播学等多元视域探

索云南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与历史变迁问题的代表性论著，关于唐宋时期云南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作者

一方面说明该时期云南的文化交流与民族之间存在相互交融的关系；另一方面深入剖析了唐宋时期云南

文化交流和民族群体交融关系呈现出“不平衡性”“局限性”“渐进性”“区域封闭性”四种特征。此外，

作者另著有《南诏国大理国文化交流史》d一书，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将论述内容聚焦于唐宋时段的文化

交流领域，阐述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对唐宋时期西南边疆民族关系整体发展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马强的《地

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e一文，以唐宋士大夫在

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理考察与民族认识为切入点，说明汉文化和秉承汉文化的汉族士人，在与西南

各民族的往来中，逐渐适应了“异域”风情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互斥感与文化上的对立性，展示出汉文化

宏博且包容的特性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独特的吸附性，这无疑是在唐宋西南民族与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视角下，对汉、夷文化多元共生格局的一种符合历史整体性规律与文化多样性现象的别开生面之解读。

此外，崔明德在其《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f一文中，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有唐一代西南边疆

的民族关系与族际交往，系统整理了南诏民族关系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其提出南诏民族关系的

形成，离不开西南地区族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复杂多变的政治时局，尤其是自古以来西南各民族与中原

王朝难舍难隔的紧密联系。此外，在其专著《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中，作者将视角进一步拓展至全局

研究，全面梳理了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和各个边疆民族政权间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脉络与其深层次的思想

基础，将南诏民族关系思想置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研究的整体视域之中进行深入讨论，被学界誉为中国

民族关系思想学科体系建构的拓荒力作 g，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唐代民族关系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未及之处。

a　马曜：《略论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民族政策的二重性与云南社会经社发展的关系》，《思想战线》1997 年第 1 期。

b　蒋立松：《略论西南民族关系的三重结构》，《贵州民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经济文化类型：西南地区民族关系

的物质基础》，《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 年第 5 期。

c　参见李晓斌：《历史上云南文化交流现象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

d　参见李晓斌、王兴宇等：《南诏国大理国文化交流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

e　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f　崔明德：《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2 期。

g　陈玉屏：《一部具有拓荒意义的力作——评崔明德、马晓丽新著〈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此外，还有张钒星、陈育宁等人也对该书作出过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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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西南民族关系史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分支。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

汉夷交融的民族格局、稳定发展的经济态势、多元共存的文化现象等多种历史要素的合力之下，西南民

族呈现出以分化与重组为主流的发展轨迹及与内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表征的互动关系，由此奠定了唐

宋时期西南民族史对西南民族历史整体化进程所起的上承汉晋、下启元明的关键性作用。基于丰富的人

文史实与重要的历史地位，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三种视角，即以“交往交流交融”

为主题的“一元内核”、以“时间与空间”为中心的“双重维度”和以“政治、经济与文化”为内容的“三

层结构”。“一元内核”关注于唐宋时期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内部”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两种关系模式，

共同搭建起该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基本象限与逻辑框架。“双重维度”是指历时性的时间

维度与共时性的空间维度双管齐下，所完成的西南民族关系历史的文本书写，一方面立足于通史的“会通”

视角与断代史的“精专”特征，解读纵横兼顾的唐宋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着眼于中国

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西南边疆历史的区域性变迁及在地化特征，也不能忽略专述西南地区民族史与边疆

史的研究论著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涉猎。“三层结构”分别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视野下唐宋西南

民族关系的研究层理，即将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放置于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的范畴内展开讨论，

借用相对传统的叙史方法，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进行分类论述。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关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视阈比较多样、面向相对开阔，

不仅为西南古代民族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史之论

述趋于细致化、系统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当然，对此研究尚留有不少的探讨空间，在此略做讨论。

第一，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已有深入探索与深透阐衍，形成内容丰富、收效显

著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主要聚焦在唐宋时期西南边疆政权与周边国家、地区和族群展开的外交与

军事等官方色彩浓厚的政治关系上，“政治史”视域下“关系史”的主题叙事与记忆书写，明显占据唐

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压缩了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科技等在

内“非政治性”历史要素及“整体关联性”社会现象的考察空间，似乎尚未深度述明唐宋时期西南地区

社会经济文化之提升进步，对西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起到的关键历史作用。虽因相关史

料有限，偏向政治关系的历史论述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突破，但今后可以尝试运用跨学科的探索方法，拓

宽研究视角，借助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知识与方法，尽可能补齐研究领域的失漏，适当

增加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层面的研究力度。

第二，关于西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类型，诸多学者尝试框定，然目前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与定式。

蒋立松将西南民族关系分为“民族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民族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汉民族

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a；杨林兴按照“国家政权与云南各民族间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和“各民族内部的关系”b进行分层界定；王文光、龙晓燕也提出西南民族关系主要由“中央政权与少数

民族政权的关系”“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汉族民间与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c

四个方面构成的观点。总体来看，西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范畴一方面要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宗教等多方面的立论要素；另一方面也要廓清族系间、区域间、政权间，从单一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的

联动结构，而未来古代西南民族关系的进一步研究，也离不开对其研究类型更加具象化的全方位界清。

第三，唐宋时期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书写，难以彻底挣脱传统的王朝史观束缚的窠臼。具

体说来，在民族政治关系上，相较于南诏国、大理国与吐蕃政权及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与民族间的关系，

a　蒋立松：《略论西南民族关系的三重结构》，《贵州民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

b　杨林兴：《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摘要”第Ⅰ页。

c　王文光、龙晓燕：《中国西南民族关系散论》，《思想战线》2001 年第 2 期；王文光、龙晓燕：《中国西南民族关系

散论之二》，《思想战线》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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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更加关注李唐与南诏、赵宋与大理的政治联系，且尤为凸显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政权的输出型关系。

此现象之生成原因既有史料中历史记述的偏向性，也难免存在以中央王朝为主角、边疆民族政权为辅述

的“王朝史观”书写历史的文本惯性。然而，中国历史有着自身独特之发展轨迹，西南边疆也存在独具

特色的历史进程，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应该坚守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格局，基于西南史实与历史经验，不能一味关注内地对西南民族单向往来的叙事倾向，而是应该利用

各种资料，发掘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史的多面性与辐射性，论述西南边疆民族政权与周边政权、民族和地

区的双向性互动关系。

第四，学界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无论是聚焦于“一元内核”“时空双重维度”的民族关

系探讨，抑或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三层结构”而论，均是就民族关系谈民族关系，忽视了近年来研

究面向的变迁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即如何从古代西南民族互动，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视角，去探究深隐其民族关系背后的西南民族历史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西南经验和实

践意义。古代西南民族关系的多元性、外向性和地方性等特征，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治下地方民族关

系发展的缩影；亦正是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使得僻居西南一隅的古代西南各族在各历史时期不

断凝聚成一个个地方民族群体，不断强化着对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原王朝的国家认同，促进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发展历程；而正是有了各地的民族凝聚和认同，才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自

觉奠定了历史基础。此外，对唐宋时期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学界更多地强调了对“多元”的探讨，对从

“多元”到“一体”的关注不够，特别是对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路径、历程、脉络等根基性研究

还不充分。这些问题是传统民族关系研究所忽视的面向，却正是笔者将要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研究任务。

From Focus to Extension: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and Reflection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UAN Li-bo & YANG Ze-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The ethnic rel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s a diachronic 
presentation of the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west frontiers, and it is also a regional scene of ancient Chinese 
ethnic history. In the transitional process from “multi-dimensional coexistence” to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the 
Southwest China ethnic relation constitutes a crucial role linking the dispersal pattern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converging dynamic force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significant shift from “differentiation-
integration” to “recombination-fusion”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sparked specialized debate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thnic relations were dynamic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were 
prevalent. The persistent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constituted “a unitary 
core” for studying ethnic relation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Southwest frontiers” co-formed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demonstrated “the three-layered structure”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formed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diverse social picture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 of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from focus to extension, the study on Southwest China ethnic rel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an both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outhwest ethnic relations history and lay a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investigating inner mechanism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s self-development 
and the strength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outhwestern Areas, Ethnic Relationship, Unity in Diversity,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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